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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产业转型升级动力效应领域定量化探究产业环境、要素流动、技术创新等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的现状，从产业环境、要素流动和产业转型升级三大维度对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传导机制开展定量研究。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将技术创新因子纳入要素流动范畴，并根据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与产业要素优化效率关系，将制造业转型升级分解为创新性转型和要素性转型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4－2016年、2018－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产业环境优化能显著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最大，该指数每增加1%则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提高6.80～6.94，产业吸引力、碳值控制、政府创新激励次之，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规制呈现抑制效应；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在两种分解效应中均为正向驱动作用，但政府政策调控对制造业创新性转型有激励作用而对要素性转型有阻碍作用。（2）要素流动能显著直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发挥部分中介效能，驱动效果表现为“技术>资本>劳动力”，中介能力依次为“资本>技术>劳动力”。（3）技术、资本、劳动力3种主要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都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要素流入每增加1%则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分别提高0.56、0.03、0.01～0.02，但在产业内流通或扩散都表现为阻碍作用，要素流通每增加1%则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分别下降−0.12～−0.11、−0.10、−0.12～−0.11，且其分解驱动效应也有高度相似性。据此，分别从形成合理的政府政策规制体系、合理诱导要素的战略流向、充分利用要素的产业升级价值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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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 limited quantitative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 of driving effects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rticularly i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of dimensions such as industrial environment, factor mo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compassing three major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 factor mobility,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conduc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factor mobility, the paper integra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s into the scope of factor flow,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productivity, capital intensity, and the optimiz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factor, divid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into two types: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factor-based transformation,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30 Chinese provinces of the years 2014-2016 and 2018-2019, and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reveal: (1)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the most substantial driving effect attributed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for each 1% increase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dex,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creases by 6.80 to 6.94, and the industrial attractiveness, carbon value control, and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centives follow, while rising labor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xhibit inhibitory effects. Furthermor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as a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in both types of decomposition effects, but government policy regulation encourages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in manufacturing while hindering factor-based transformation. (2) Factor mobility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es a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the driving effect is observed in the order of "technology > capital > labor," while the intermediary capabilities follow the order of "capital > technology > labor." (3)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technology, capital and labor force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 each 1% increase in the factor inflow,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ll increase by 0.56,0.03,0.01~0.02, respectively. However, within-industry circulation or diffusion of factors demonstrates inhibitory effects, for each 1% increase in factor circulati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creases by -0.12 to -0.11, -0.10, -0.12 to -0.11, respectively, and their decomposition driving effects also exhibit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d in area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ational government policy regulatory system, strategic guidance of factor flows, and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factors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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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提出了经济发展转型的应对方案。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其转型质量关乎国家经济转型的实质成效，因此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我国制造业依靠人口红利的要素优势、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和产能不足的市场优势，实现了在“量”的方面的粗犷式发展，但是由于创新能力、市场活力和要素结构等制约因素的影响，一度陷入生产方式落后、技术升级缓慢、环境效率低下的困境。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23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生态要求。目前，依靠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来提升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促进新产品研发已经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体系中，产业发展环境承担着重要载体的功能，不仅要引导专业化和多样化产业集聚，提升产业产能结构和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产业升级效应，而且要引导要素流动，提高要素禀赋、优化要素市场结构，形成资源配置效应，影响产业发展。因此，本研究从驱动效应视角，结合生态发展理念，探讨产业环境与要素流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和效果。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环境对产业升级发展的相关研究

产业环境是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影响。在政策红利方面，聂飞[1]认为自贸区建设通过贸易便利化的进口质量效应和投资便利化的专业化分工效应，能有效优化制造业结构。在新经济与创新环境问题上，蔡延泽等[2]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促进作用，且创新环境在影响路径中发挥了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在硬性环境建设和禀赋环境问题上，周茂等[3]用拟自然实验法验证了开发区设立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过程，并论证了同一地区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间要素流动的资源优化与再配置作用，认为地区等级、政府效率、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初始技术水平等禀赋环境存在调节作用。从微观、宏观环境结合的角度，余子鹏等[4]提出产业环境与要素禀赋对制造业发展质量起重要作用，并细致研究了竞争状况、市场供求、管理费用率等6个产业环境，详细分析了财税政策、金融发展等4个宏观环境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由此可见，产业环境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密切相关。
其次是对产业环境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环境通过吸引产业集聚激励转型升级，主要演化为两条路径研究：一条是产业环境影响区域集聚能力变化促使产业集聚水平发生变化，如制度环境能够通过降低制造企业内生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提高交易效率和推动各类要素、资本的流动及重组，以此促进产业集聚[5]；金融环境能够降低贷款成本，增加厂商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促进产业的发展和集聚[6]；环境规制在高集聚行业层面与制造业产业集聚之间呈现“U”型关系，在低集聚行业层面没有产生产业集聚效应[7]。另一条路径是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如吴学花等[8]、韩庆潇等[9]认为同种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行业创新，进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与产业升级过程；针对相关产业集聚，曲绍卫等[10]、汤长安等[11]、刘佳等[12]则分别从产业互动、协同集聚、价值链分工的视角，论证了生产性服务业、研发服务业等相关产业集聚能通过外溢效应和专利中介效应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以及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二是产业环境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激励转型升级。王欣亮等[13]、韩艳旗等[14]认为，产业环境改善会影响产业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原生动力。此外，有研究表明营商环境优化、互联网发展和环境规制能促进区域创新效率，而部分环境变量在创新质量的机制中起调节作用[15]。由此可见，产业环境通过影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效率来驱动制造业发展质量升级。

1.2  要素流动对产业升级发展的相关研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且加上“双循环”的战略推进，为深化国内要素调整和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影响产业生产效率和结构升级。曹芳芳等[16]、张营营等[17]部分学者初步探讨了单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而陈奉先等[18]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的“突然停止”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认为要素流动对生产效率有重要影响。少数学者以多要素的区际流动出发，讨论了与产业结构发展的关系，如郑晓舟等[19]研究了劳动、资本、技术要素的区际流动中介作用于环境规制对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过程；郭金花等[20]探讨了人才集聚、研发资本集聚和技术集聚等中介作用于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

对于要素流动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讨论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要素错配程度激励制造业转型升级。市场垄断行为多发、行业市场壁垒、政策性扭曲等严重阻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21]，而要素流动能够通过效率机制和价格机制改善要素资源错配程度，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王星媛等[22]、周璇等[23]的研究结论。二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激励转型升级。如Broekel等[24]的研究验证了劳动力流动、技术资本流动对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作用；张向荣[25]、陈俊杰等[26]、任元明[27]的研究表明，高级人力资本流入、要素集聚都能促进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何宜庆等[28]认为不同要素流动对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或以单个产业环境视角对制造业生产效率、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等关系进行讨论，或以要素区际流动视角对区域生产效益、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和要素资源配置进行探索，一定程度揭示了产业环境、要素流动、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升级或区域生产效率之间的部分关联，为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将产业环境、要素流动、技术创新等系统纳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范畴，并定量化探究其影响过程的成果较少。为此，本研究探索性地将技术创新因子纳入要素流动的研究范畴，从要素分级流动的视角，用分解效应模型的方法分析产业环境和要素流动变量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为进一步丰富要素流动理论的资源配置效应与创新效应研究视角，以及深入探究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效应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2.1  产业环境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产业环境引致产业主体调整其行为决策，从而影响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环境调整的影响方面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产业吸引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为代表的市场环境变迁因素影响产业集聚能力、改变产业集聚水平，进而优化产业产能结构和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二是以碳值控制、环境规制、政府创新激励为代表的政府政策调控因素通过影响要素集聚水平提升生产要素禀赋，从而优化要素市场结构、增强资源配置效应，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可见，产业环境优化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产业环境优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驱动效应。

一方面，对于市场环境变迁因素，首先，产业吸引力是吸引区际产业投资落地的能力，其重要的反映性指标体现在产业持续盈利能力[29]。当区域产业吸引力增加，意味着该区域产业拥有较高的获利能力和优质的资源机遇，吸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入驻，形成产业集聚趋势，产业集聚加大了制造业市场化竞争程度，以此淘汰大量产能落后、效率低下的行业，优化产业产能结构，形成产业升级效应；同时，产业集聚促进相关产业技术、管理、服务创新的平行溢出，增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创新体系竞争力，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生产结构由农牧等低级形态逐步向工业、服务业等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加快升级会引起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产业规模集聚，进而深化产业价值链分工与合作，提高制造业的产出效率、优化产业产能结构，形成产业升级效应；同时，相关研发类产业集聚增加了有关基础知识技能储备，提高协同创新产出、提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再次，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产业竞争压力迫使制造业进行动力机制转换和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倒逼制造业增加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0]，如Romer[31]、Bessen[32]的研究均指出，通过购置先进技术、设备等，以要素替代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性破坏效应优化产业创新体系，形成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在市场竞争机制下限制、停产或剥离高耗能行业改变了产业产能结构，形成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2：产业吸引力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政策调控因素，首先，碳值控制是政府为了控制碳排放总量而提出的相关要求，对产业主体的能源利用和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进行管理和限制，当碳值控制强度增加后，为求长远发展，产业须加大低碳技术和相关人才引进，通过技术、管理、服务创新溢出，优化产业低碳生产管理体系，形成技术创新效应；同时，碳值控制以高碳排放成本的方式为产业构筑起一道低碳行业壁垒，以此淘汰一部分能效效率低、碳排放强度高的行业或生产线，改变产业产能结构，形成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环境规制是政府为了保护环境而出台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以此对产业主体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管理或制约。环境规制增加了产业的治污成本和制度遵循成本，产业迫于生存压力加大先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投入，形成创新要素集聚，增加产业创新体系的知识储备，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同时，部分创新效率低的高污染行业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被迫停产、退出或转移，产业产能结构因此得到了改变，形成产业升级效应，进而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再次，政府创新激励是政府对产业主体的创新活动予以支持和保护的手段，包括基金支持、产权保护、荣誉激励等，如政府通过基金支持等创新激励直接注入创新资金，降低了产业主体的创新风险，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与积极性，提高创新效率与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政府创新激励引导了人力资本及研发资本的要素集聚，增加区域知识创新储备、优化产业创新体系，形成了技术创新效应，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碳值控制、环境规制、政府创新激励能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

2.2  要素流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要素流动能通过要素集聚、要素禀赋提升、要素市场结构升级以及创新体系优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直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不能孤立存在，必须组合起来才能将可能或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由此形成生产要素的流动过程。要素流动是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空间位置、所有权或不同经营管理范围之间的转移、变化或移交，目的是要选择和确定合理的空间配置，从而使生产要素达到超越区域界限的优化配置[33]。要素在产业间流动与产业内流动两个层面上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产业间要素流动是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与本地的非制造业或其他区域的产业发生要素的转移、变化或移交，从而改变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形态的过程。产业间的要素流动能改变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规模，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竞争，形成一系列要素替代、要素互补、要素融合和要素质变等优化环节，提高区域产业的生产要素禀赋，促进要素市场结构的高级化形态，增强资源配置效应；同时，产业间的要素流动能促进要素集聚状态的生成，进而深化要素价值链的分工合作水平、提升生产要素禀赋能力，而且，要素集聚能提高协同创新产出、促进要素技能学习与创新积累，优化区域产业创新体系，形成技术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产业内要素流动是一个区域制造业的产业内部形成的要素交换、转移和流通，从而优化产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产业内的要素流动能改变要素在价值链不同位置的组合形态、核心要素配比、冗余要素依附度等，并深化各类要素的分工合作水平，增强区域要素市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从而优化要素市场结构、增加资源配置效应，从而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当要素投机动机过高时会衍生出较多的内部流通成本或寻租成本，致使产业生产效率下降。因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4：要素流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驱动效应。

在趋利性市场机制下，要素流动的规模、方向、效率受到产业环境变化的影响，故在产业环境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中充当中介。产业环境出现变化时，产业主体从生产经营效益出发，对生产性要素投入重新配置，即增加或减少对部分要素的需求，以适应产业环境变化；在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中，通过生产要素替代、互补等过程深化要素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并通过融合、质变等过程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禀赋，同时通过剥离相关冗余要素改变要素组合形态，优化了要素市场结构，增加了资源配置效应。另外，产业环境为要素主体提供了市场变动信号，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积极寻求更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由此形成要素集聚过程，从而促进要素协同创新效率和知识创新积累，优化产业创新体系。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5：要素流动在产业环境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传导路径存在中介效应。

综上，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内：1.“趋利性”不必要加双引号。2.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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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业环境、要素流动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传导机制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取

考虑到2013年之后我国制造业进入第3个发展阶段且发展趋势稳定[34]，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后，疫情冲击对实体产业影响较大，本研究中有关变量指标涉及的相关数据在2020年后有可能发生异常变化，同时2017年截面数据缺失较多，且由于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缺失较多，因此，从发展阶段同一性和数据可得性出发，选取我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并借鉴【？】的做法【有无其他类似研究做法的成果？引注给出作为支撑依据；否则，应表明本研究尝试采用这种考察时间分阶段做法】，基于其2014－2016、2018－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此外，因差分处理导致了劳动成本上升的数据量减少，用2013年数据进行依次补充。
3.2  数据来源

有关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年鉴》《2018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共计得到30个省份的150个样本。
3.3  变量说明

产业环境、要素流动等变量的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其中，碳值控制选取碳排放强度指标并进行倒数一致化处理；制造企业数量是借助区域工业企业数量与工业产值比值关系，并与制造业产值乘积得到的估计数据；制造业工资总额和就业人数分别是对国有、集体和其他3类单位的制造业工资和就业人数加总而得。

【表1内注意：百分数符号非单位符号，相关数值确认标示无误】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变量
	符号
	度量方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产业环境
	碳值控制强度
	Carval
	1/平均碳排强度=1/(碳排放量/制造业总产出)
	万元/t
	2.12
	1.93

	
	产业吸引力
	Indcom
	企业平均净盈利=（制造业利润额−亏损企业亏损额）/制造业企业数量
	万元/家
	0.15
	0.12

	
	劳动力成本
	Labco
	制造业工资总额/制造业就业人数
	千元/人
	62.46
	16.96

	
	产业结构升级
	Indstr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第一产业产值×1+第二产业产值×2+第三产业产值×3)/地区总产值
	
	2.41
	0.12

	
	环境规制强度
	Enreg
	平均污染投资力度=工业污染完成投资额/工业企业数量
	万元/家
	36.48
	38.82

	
	政府创新激励
	Ginso
	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额
	亿元
	141.81
	175.37

	要素流动
	劳动力产业间流出
	Labout
	（年初制造业就业人数−年末制造业就业人数）/制造业企业数量
	人/家
	11.53
	11.74

	
	劳动力产业内流通
	Labcir
	（城镇就业转失业人数+城镇登记就业转失业人数）/制造业企业数量/2
	人/家
	48.31
	42.97

	
	资本产业间流入
	Kapin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量/制造业企业数量
	万元/家
	724.74
	2870.54

	
	资本产业内流通
	Kapcir
	（制造业固定资本投资量+固定资产折旧）/制造业企业数量/2
	万元/家
	4 239.23
	3 026.25

	
	技术产业间生成
	Tecin
	制造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制造业企业数量
	件/家
	2.04
	2.11

	
	技术产业内扩散
	Teccir
	工业技术市场成交额/工业企业数量
	万元/家
	760.52
	2 372.62

	产业转型升级
	劳动生产率
	Trulab
	制造业总产值/制造业劳动力数量
	千元/人
	1 351.27
	323.67

	
	研发结构比重
	Trutec
	制造业研发人员数量/制造业劳动力数量
	
	2.61
	1.18

	
	新产品产值比重
	Trupro
	制造业新产品产值/制造业总产值
	
	12.73
	8.09

	
	资本密集度
	Trukap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劳动力数量
	千元/人
	493.46
	305.02

	
	产业高端化比重
	Truhig
	制造业高端产业产值/制造业总产值
	
	12.36
	8.03


3.4  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

首先用标准差法对产业转型升级维度的5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数据量纲影响。然后再对标准化后数据进行协方差矩阵分析，利用SPSS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方法提取主成分，由此得到了前5个主成分，特征值依次为2.565、1.350、0.499、0.420和0.166，其KMO和Bartlett's球状检验结果分别为0.643和310.181（均为P<0.01），即该5个指标适合PCA分析。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两个主成分，分别记作Trunp1、Trunp2，其累积方差贡献率达78.31%，基于对两个主成分特征向量的求解，得到5个变量对主成分Trunp1和Trunp2的线性方程，分别求取两个主成分下的数据值。最后，将两个主成分的有效方差贡献率（65.52%和34.48%）加权后的总得分，即为本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记作Trun。依此，基于PCA方法对30个省份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进行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30个省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计算结果
	地区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8年
	2019年
	5年

	
	
	
	
	
	
	均值/分
	均值排名/位

	北京
	2.12 
	1.85 
	2.51 
	2.52 
	2.87 
	2.38 
	1

	天津
	1.54 
	1.83 
	1.99 
	1.97 
	1.55 
	1.78 
	3

	河北
	−1.01 
	−0.89 
	−0.72 
	−0.34 
	−0.11 
	−0.61 
	21

	山西
	−1.13 
	−1.13 
	−0.82 
	−0.73 
	−0.79 
	−0.92 
	27

	内蒙古
	−1.12 
	−0.96 
	−0.80 
	−0.75 
	−0.97 
	−0.92 
	28

	辽宁
	−0.84 
	−0.84 
	−0.34 
	0.17 
	0.02 
	−0.37 
	17

	吉林
	−0.59 
	−0.54 
	−0.17 
	−0.83 
	−0.35 
	−0.50 
	18

	黑龙江
	−0.58 
	−0.64 
	−0.58 
	−0.89 
	−0.74 
	−0.68 
	22

	上海
	1.48 
	1.54 
	2.27 
	2.02 
	1.88 
	1.84 
	
   2

	江苏
	0.88 
	1.03 
	1.36 
	1.70 
	2.31 
	1.46 
	6

	浙江
	0.78 
	1.22 
	1.62 
	2.07 
	2.47 
	1.63 
	4

	安徽
	−0.09 
	0.03 
	0.35 
	1.05 
	1.48 
	0.56 
	8

	福建
	−0.51 
	−0.61 
	−0.37 
	−0.17 
	−0.08 
	−0.35 
	16

	江西
	−1.06 
	−0.94 
	−0.62 
	0.36 
	0.90 
	−0.27 
	15

	山东
	−0.24 
	−0.14 
	0.05 
	0.45 
	0.43 
	0.11 
	11

	河南
	−0.83 
	−0.78 
	−0.69 
	−0.35 
	0.01 
	−0.53 
	19

	湖北
	−0.38 
	−0.21 
	0.17 
	0.65 
	0.65 
	0.18 
	10

	湖南
	−0.05 
	0.20 
	0.39 
	0.61 
	0.68 
	0.37 
	9


	广东
	0.78 
	0.92 
	1.53 
	2.40 
	2.42 
	1.61 
	5

	广西
	−1.03 
	−0.97 
	−0.75 
	−0.66 
	−0.52 
	−0.79 
	24

	海南
	−0.12 
	−0.14 
	−0.13 
	−0.07 
	−0.39 
	−0.17 
	12

	重庆
	0.47 
	0.65 
	0.99 
	1.52 
	1.65 
	1.06 
	7

	四川
	−0.60 
	−0.61 
	−0.31 
	0.14 
	0.26 
	−0.22 
	13

	贵州
	−1.07 
	−0.98 
	−0.67 
	−0.27 
	0.02 
	−0.59 
	20

	云南
	−1.38 
	−1.18 
	−0.93 
	−0.27 
	0.09 
	−0.74 
	23

	陕西
	−0.55 
	−0.47 
	−0.23 
	−0.17 
	0.08 
	−0.27 
	14

	甘肃
	−0.68 
	−0.75 
	−0.87 
	−0.87 
	−0.85 
	−0.80 
	25

	青海
	−1.99 
	−2.01 
	−1.72 
	−1.58 
	−1.31 
	−1.72 
	30

	宁夏
	−1.41 
	−1.16 
	−1.06 
	−0.34 
	−0.49 
	−0.89 
	26

	新疆
	−1.69 
	−1.62 
	−1.58 
	−1.50 
	−1.73 
	−1.62 
	29

	均值
	−0.36 
	−0.25 
	       ＞－0.01
	0.27 
	0.42 
	0.02 
	


注：上述数据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故均值结果与表中数据略有出入。
根据表2绘制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演化趋势图（见图2），可知，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东部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与我国的制造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基本吻合。

【图2内：1.各分图的纵坐标标目的字的方向，为自下而上连读。注意阅读我刊，参照规范执行。2.图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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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考察时段内我国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演化趋势
注：东、中、西部所含省份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划分。
4  实证分析

4.1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通过对变量的偏相关系数与散点图分析得出，被解释变量与非对数化解释变量之间为非线性相关，但与对数化的解释变量表现出强线性相关，只有ln (Kapin)、ln (Kapcir)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很弱（分别为0.088、0.060），因此选用半对数形式进行实证分析。在进行计量回归分析之前，首先采用LLC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两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及检验的稳健性，原假设均为“含有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除了ln (Labco)以外的所有变量的检验值在5%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即均为平稳序列；ln (Labco)在经过一阶差分后的∆ln (Labco)通过了两种检验成为平稳序列（见表3）。

表3  主要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检验结果
	Fisher-PP检验结果
	变量
	LLC检验结果
	Fisher-PP检验结果

	Trun
	−11.049***
（<0.001）
	111.826***
（0.001）
	ln (Labout)
	−13.342***
（<0.001）
	106.211***
（<0.001）

	ln (Carval)
	−39.323***
（<0.001）
	92.791***
（0.004）
	ln (Labcir)
	−36.760***
（<0.001）
	104.788***

（<0.001）

	ln (Indcom)
	−29.424***
（<0.001）
	79.170**
（0.049）
	ln (Kapin)
	−65.961***
（<0.001）
	141.870***
（<0.001）

	ln (Labco)
	−11.319***
（<0.001）
	65.298

（0.298）
	ln (Kapcir)
	−310.267***
（<0.001）
	116.660***
（<0.001）

	ln (Indstr)
	−17.766***
（<0.001）
	144.387***
（<0.001）
	ln (Tecin)
	−7.499***
（<0.001）
	94.900***
（0.002）

	ln (Enreg)
	−23.883***
（<0.001）
	114.136***
（<0.001）
	ln (Teccir)
	−21.542***
（<0.001）
	80.226**
（0.042）

	ln (Ginso)
	−20.176***
（<0.001）
	107.515***
（<0.001）
	∆ln (Labco)
	−21.355***
（<0.001）
	145.062***
（<0.001）


注：1）***、**、*分别表示变量单位根检验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下同；2）括号中的值为伴随概率。

由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可知，ln (Labco)与其余变量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和平稳过程，但在估计面板数据参数之前仍有必要先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参考刘舜佳[35]的做法，选取EG两步法协整检验中的Kao检验来判断变量的协整性，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Trun、Trunp1、Trunp2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它们与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在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面板数据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4  主要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ADF统计量
	P值
	检验结果

	Trun
	产业环境、要素流动
	−4.739
	<0.001
	拒绝

	Trunp1
	产业环境、要素流动
	−2.699
	0.004
	拒绝

	Trunp2
	产业环境、要素流动
	−5.137
	<0.001
	拒绝


4.2  直接效应回归

基于上述相关理论分析，以panel EGLS方法（按截面加权）作为基准模型，检验产业环境、要素流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效应，如表5所示。其中，Trun的回归结果记作“总效应”，主成分Trunp1和Trunp2则记作“分解效应1”和“分解效应2”。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去除ln (Kapin)和ln (Kapcir)，变量的系数符号完全一致，只是系数数值的大小发生小幅变化。在驱动效应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最强，其指数值每增加1%，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提高6.80～6.94；碳值控制、产业吸引力、政府创新激励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分别提高0.34、0.56～0.79、0.18～0.20；要素产业间流入的驱动效应表现为技术、资本、劳动力的递减趋势，即技术、资本、劳动力流入每增加1%，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分别提高0.56、0.03、0.01～0.02。从抑制效应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规制和3种要素（即劳动力、资本、技术）的产业内流通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其中劳动力成本增长率每提升1%，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则下降0.28～0.36，而环境规制和要素产业内流通的抑制效应较低，未超过0.1。从分解效应结果分析，原因在于：（1）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压力能够倒逼制造业增加创新性投资比重，进而提高创新性转型效率，提升幅度分别为0.20～0.47、0.09，但是也引起了商业性投资比重偏低，导致制造业的劳动产出水平和资本密集度的降低，从而抑制制造业要素性转型效率，抑制幅度分别为−1.87～−0.76、−0.04～−0.03。由于抑制效应大于驱动效应，故合力表现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阻碍效应。（2）劳动、资本、技术产业内流动均能通过要素替代、互补、融合等促进要素结构合理化，提高制造业要素性转型效率，提升幅度分别为0.16～0.17、0.20、0.07～0.08，但是流通速度过快则与创新活动对环境相对稳定性的要求相悖，故而不利于制造业创新性转型发展，抑制幅度分别为−0.12～−0.11、−0.10、−0.12～−0.11。同样，由于抑制效应大于驱动效应，故合力表现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阻碍效应。

表5  有关变量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基准模型
	去除ln (Kapin)和ln (Kapcir)

	
	Trun
	Trunp1
	Trunp2
	Trun
	Trunp1
	Trunp2

	ln (Carval）
	0.343***
（6.89）
	0.570***
（6.39）
	−0.401***
（−3.57）
	0.333***
（6.72）
	0.514***
（5.68）
	−0.358***
（−3.09）

	ln (Indcom)
	0.562*
（1.72）
	−1.719**
（−2.34）
	2.863***
（2.71）
	0.791***
（2.92）
	−0.815

(−1.42）
	1.754**
（2.32）

	∆ln (Labco)
	−0.282***
（−4.92）
	0.474

（0.80）
	−1.769

（−1.23）
	−0.367***
（−7.47）
	0.203

（0.35）
	−1.874

（−1.41）

	ln (Indstr)
	6.946***
（10.63）
	7.762***
（5.26）
	9.399***
（6.56）
	6.802***
（10.75）
	7.440***
（4.62）
	9.866***
（7.52）

	ln (Enreg)
	−0.012

（−0.41）
	0.096

（1.16）
	−0.049

（−0.68）
	−0.012

（−0.41）
	0.098

（1.19）
	−0.030

（−0.44）

	ln (Ginso)
	0.186***
（2.77）
	0.670***
（3.82）
	−0.071

（−0.88）
	0.201***
（3.11）
	0.721***
（4.11）
	−0.110

（−1.56）

	ln (Labout)
	−0.014

（−0.41）
	−0.005

（−0.10）
	−0.022

（−0.24）
	−0.022

（−0.61）
	−0.019

（−0.42）
	−0.016

（−0.17）

	ln (Labcir)
	−0.079***
（−4.45）
	−0.116**
（−2.19）
	0.163**
（2.00）
	−0.075***
（−3.80）
	−0.129**
（−2.56）
	0.173**
（2.43）

	ln (Kapin)
	0.035**
（2.45）
	0.148***
（2.63）
	−0.199

（−1.57）
	
	
	

	ln (Kapcir)
	−0.017

（−0.68）
	−0.103

（−1.63）
	0.200

（1.22）
	
	
	

	ln (Tecin)
	0.563***
（17.11）
	0.498***
（3.49）
	0.518**
（2.35）
	0.565***
（16.91）
	0.482***
（3.23）
	0.549**
（2.57）

	ln (Teccir)
	−0.064***

（−6.71）
	−0.119***
（−5.21）
	0.070

（1.41）
	−0.068***
（−6.89）
	−0.126***
（−6.52）
	0.083*
（1.95）

	截距项
	−6.749***
（−13.17）
	−8.820***
（−8.55）
	−9.979***
（−30.64）
	−6.587***
（−13.33）
	−8.578***
（−6.94）
	−9.979***
（−28.38）

	调整R2
	0.922
	0.904
	0.559
	0.917
	0.905
	0.562

	F统计量
	135.11***
	117.41***
	16.74***
	166.65***
	142.89***
	20.13***

	J-B统计量
	7.305
	3.944
	4.861
	7.317
	3.723
	4.587

	P值（J-B）
	0.026
	0.139
	0.086
	0.025
	0.155
	0.101


注：1）样本量为150个；2）括号内为t值。下同。
4.3  分解效应回归

如图3所示，从维度结构来看，主成分Trunp1的载荷主要分布在研发结构比重、新产品产值比重和产业高端化比重，均与产业的研发创新内容有关，反映了制造业的创新性转型效率，而主成分Trunp2的载荷主要分布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均与产业的要素优化效率有关，反映了制造业的要素性转型效率，因此，将Trunp1和Trunp2分别定义为“制造业创新性转型”与“制造业要素性转型”。

【图3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image: image3.png]Log-
.
) Tadsb
Taep
o0
Tatec
i .
I
£ —
Taupro
Trubig
s
ot
. ) . ‘
- 020 0 0.50 R

Trunpl





图3  最大方差法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

根据表6得出，分解驱动效应呈现出如下规律：（1）政府政策调控对制造业创新性转型贡献较大，其中碳值控制与政府创新激励对创新性转型效率提高的促进效应水平较高，分别为0.57和0.67，而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水平较低，为0.01。（2）在市场环境变迁中，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创新性和要素性转型的双驱动效应，因此其在所有系统变量的直接效应中驱动效应最强。产业吸引力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分别促进的是要素性转型与创新性转型过程，证实了产业吸引力的要素集聚优化效应，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倒逼创新效应是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3）产业间的要素流入普遍通过创新性和要素性转型的双驱动路径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只有资本流入会抑制要素性转型效率，这可能是因为资本的适度集中有利于产业使用大型生产设备、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有推动作用，但是当资本流入达到一定程度，盲目采用超出生产负荷的成套装备或生产线反而会导致重复建设，产生不利的拥挤效应。（4）产业内的要素流通均能促进要素性质和结构的优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益，促进制造业要素性转型效率提升，因此表现出要素性转型单驱动路径。

表6  有关变量的分解驱动效应分析结果
	维度
	变量
	分解效应1
	分解效应2
	直接驱动效应
	分解驱动效应类型

	政府政策调控
	碳值控制
	1
	0
	1
	创新性转型单驱动

	
	环境规制
	1
	0
	0
	创新性转型单驱动

	
	政府创新激励
	1
	0
	1
	创新性转型单驱动

	市场环境变迁
	产业吸引力
	0
	1
	1
	要素性转型单驱动

	
	劳动力成本上升
	1
	0
	0
	创新性转型单驱动

	
	产业结构升级
	1
	1
	1
	双驱动

	要素流入
	劳动流入
	1
	1
	1
	双驱动

	
	资本流入
	1
	0
	1
	创新性转型单驱动

	
	技术流入
	1
	1
	1
	双驱动

	要素流通
	劳动流通
	0
	1
	0
	要素性转型单驱动

	
	资本流通
	0
	1
	0
	要素性转型单驱动

	
	技术扩散
	0
	1
	0
	要素性转型单驱动


注：“1”代表驱动作用，“0”代表抑制作用。
4.4  中介效应回归

表7展示了产业环境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素流动中介效应回归结果。从影响方向来看，劳动流通和资本流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抑制作用，其他要素流动均为促进作用。碳值控制能促进资本的产业间流入和产业内流动，但抑制其他的要素流动；产业吸引力会抑制技术的产业内流动，但能促进其他要素流动；劳动力成本能促进劳动的产业间流出，以及技术的产业间生成和产业内流动，但抑制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产业结构升级仅抑制资本的产业间流入，却对其他要素流动均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抑制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出和技术的产业间生成与产业内流动，但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政府创新激励仅能促进技术要素的产业间生成，却显著抑制了其他要素流动。

表7  有关变量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Panel EGLS (Cross-section weights)方法

	
	Trun
	ln (Labout)
	ln (Labcir)
	ln (Kapin)
	ln (Kapcir)
	ln (Tecin)
	ln (Teccir)

	ln (Labout)
	0.026

（0.43）
	
	
	
	
	
	

	ln (Labcir)
	−0.436***
（−15.81）
	
	
	
	
	
	

	ln (Kapin)
	0.148***
（4.27）
	
	
	
	
	
	

	ln (Kapcir)
	−0.149**
（−2.21）
	
	
	
	
	
	

	ln (Tecin)
	0.771***
（9.97）
	
	
	
	
	
	

	ln (Teccir)
	0.143***
（9.87）
	
	
	
	
	
	

	ln (Carval)
	
	−0.045

（−0.84）
	−0.416***
（−8.85）
	0.020*
（1.97）
	−0.105***
（−19.47）
	−0.314***
（−4.77）
	−0.209

（−1.33）

	ln (Indcom)
	
	0.062

（0.19）
	1.217***
（7.35）
	1.123***
（3.16）
	1.106***
（3.08）
	1.210***
（5.72）
	−0.692

（−1.25）

	dln (Labco)【此处是否代表求导？否则，解释这个“新变量”】
	
	1.991***
（24.47）
	−0.812***
（−2.96）
	−1.539***
（−6.75）
	−1.695***
（−12.13）
	0.773***
（3.69）
	0.495

（0.59）

	ln (Indstr)
	
	3.634***
（8.35）
	6.505***
（8.52）
	−0.252

（−1.13）
	2.199***
（5.57）
	11.022***
（19.96）
	24.541***
（25.84）

	ln (Enreg)
	
	−0.014

（−0.69）
	0.007

（0.21）
	0.040*
（1.81）
	0.092***
（4.98）
	−0.258***
（−5.41）
	−0.282***
（−5.49）

	ln (Ginso)
	
	−0.080***
（−2.91）
	−0.465

（−15.51）
	−0.022

（−1.50）
	−0.070**
（−2.45）
	0.172***
（13.62）
	−0.175**
（−2.40）

	截距项
	0.244

（1.26）
	0.026

（0.05）
	−0.851

（−1.45）
	9.360***
（57.78）
	6.643***
（20.72）
	−9.996***
（−27.53）
	−14.563***
（−15.35）

	调整R2
	0.824
	0.380
	0.898
	0.259
	0.558
	0.850
	0.725

	F统计量
	117.15***
	16.25***
	209.89***
	9.67***
	32.31***
	141.74***
	66.55***

	J-B统计量
	12.021
	2.731
	17.793
	628.978
	6.043
	11.250
	9.286

	P值（J-B）
	0.002
	0.256
	0.002
	<0.001
	0.049
	0.004
	0.010


另外，从路径显著性数目分析，要素流动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如图4所示，在5%显著水平下，产业环境维度的6个变量显著影响要素流动，继而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数都分别为4条，均分别占全部通径数的66.7%，但这6种要素流动的上下游同时通径的数量分别为0、5、4、6、6、3条，分别约占全部通径数的0、83.3%、66.7%、100%、100%和50%。由此可见，产业环境维度的6种要素流动的中介效用存在差别，其中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的中介效应较强，其中介效应水平均均值超过了75%；而劳动流动的中介效应较低，中介效应水平约为41.7%。在总体上，在该路径图（6×6×1）中，从产业环境到转型升级的总通径数量为n=6×6=36条，显著中介通径数量为6个产业环境的路径数k=4+4+4+4+4+4=24条，故中介路径占总通径数量即为中介效应，约占66.7%（k/n）。

【图4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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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考察时段内30个省份要素流动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结构（α=0.05）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阐述产业环境、要素流动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构建PCA评测模型、直接效应、分解效应和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验证，得出如下结论：

（1）产业环境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方面从直接效应来看，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最强，该指数每增加1%，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提高6.80～6.94，产业吸引力、碳值控制、政府创新激励次之；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出抑制效应，主要因为环境倒逼效应对制造业的创新性转型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高成本压力下对要素性转型的抑制效应，因此导致这两种合力呈现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从分解效应来看，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十分稳定，在两种分解效应中均为正向驱动作用；而政府政策调控的3种分解效应驱动作用高度相似，即碳值控制、环境规制、政府创新激励能倒逼、诱导和鼓励制造业的创新性转型，但政府政策调控的局限性在于会加深资源错配和扭曲程度，从而阻碍制造业的要素性转型。
（2）要素流入能直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驱动效果表现为“技术>资本>劳动力”。一方面从要素的区际流动来看，技术、资本、劳动要素流入都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呈现驱动作用逐级递减的趋势，这3种要素流入依次分别增加1%时，制造业升级效率分别提高0.56、0.03、0.01～0.02，而且这3种要素流入的分解效应普遍表现出双驱动作用，故具有较强的驱力稳定性；另一方面从要素的产业内部流通来看，这3种要素流通或扩散都表现为阻碍作用，与其分解驱动效应也有高度相似性，3种要素流通依次分别增加1%时，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分别下降−0.12～−0.11、−0.10、−0.12～−0.11。这是因为，要素流通能够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增强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要素性转型；但是，流通速度过快会与创新活动对环境相对稳定性的要求相悖，因此不利于制造业创新性转型发展，故而合力方向表现为阻碍作用。
（3）要素流动在产业环境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有中介作用，中介能力依次为“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发展环境和政策规制环境等能够引导劳动、资本、技术要素合理流动，优化产业内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总体上，全部6种要素流动的中介能力在资本、技术、劳动力3个方向上呈递减趋势，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提升的中介效应分别约占83.35%、75.00%、41.65%，总体中介效应约66.7%。可见，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中介能力地位下降，资本和技术等中高端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能力占支配地位。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为进一步优化我国制造业的外部环境布局，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提升，提出以下建议：

（1）重视政府政策规制的力度和手段。政策规制不仅要考虑不同行业能够承担的强度上限，形成合理化的政府政策规制体系，同时要培养多元化的政府规制手段，鼓励不同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进行自我改良，而非单纯进行“污染避难所”形式的产业转移。
（2）优化产业创新运行机制，重塑市场环境优势。一方面，产业吸引力抑制了创新性转型，即集聚创新优势不显著，反映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机制不完善，因此要继续加大创新投资动力，激活自主创新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质量；同时，加强制造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科技成果转化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抑制了要素性转型，即劳动力价格高于劳动力本身价值，这反映了制造业整体的劳工体系滞后，中、高端人才储备严重匮乏，因此应当完善人才引培机制，将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制造业创新需求结合，针对性储备人才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创新人才，增加知识学习和技术交流的机会，优化生产方式和产品升级。
（3）引导要素的战略流向，打造要素布局优势。要素流入和集聚能够同时促进创新性和要素性转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此，要合理诱导要素的战略流向，充分利用要素的产业升级价值。一方面，要增加制造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绿色服务技术行业，以及关键企业和组织的激励手段【表意不明，且有关表述中存在相关概念的外延交叉重叠问题，是病句】，吸引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多元集聚，促进新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生成和应用，解决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国际投资合作，制定多样化发展方案，吸引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外资和技术溢出，以此增加要素学习和要素融合的机会，并提高产业要素质量、丰富知识储备和增强创新能力，推进制造业要素结构优化，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效率提升。 
（4）适度增加要素流通的黏着力，增加要素福利保障。要素流通促进了制造业的要素性转型，却抑制了其创新性转型效率，反映了我国产业要素流通的约束机制不够完善。因此，在劳动要素上，依据劳动力分层实行弹性化的立法，构建基准保障与特别规制相结合的规范体系，完善劳动合同法中的罚赔偿制度，降低“碰瓷式”维权的道德风险；在资本要素上，健全资本监管长效机制，建立统一的投资者保护机构，着重完善机构公司治理，实施“穿透式”监管并有效明确控制权，鼓励长期投资以增加投资者信心；在创新要素上，健全技术合同和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提高创新市场纠纷处理的能力和效率，巩固创新领域发展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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